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揭穿《戚本禹回忆录》中的谎言（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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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于《在中南海工作的日子》部分

　　七、所谓“毛主席派我们去四川种试验田”

　　《戚本禹回忆录》对所谓“毛主席派我们去四川种试验田”这个问题专门写了一章，可见把它看得很重。其实这是一个假命题，根本就没有这回事，戚本禹把谣言造到了

毛主席头上。

　　戚本禹在《回忆录》中说：

　　“毛主席不相信亩产万斤粮，但下面报上来的数字却一个比一个高。四川省委书记李井泉，在他的报告中就说，四川省粮食产量最高的是亩产上万斤，平均是亩产四千

多斤。为了搞清楚到底能打多少粮食，1959年初，主席就命令田家英带着秘书室的工作人员亲自到农村种试验田去。田家英向我们传达了主席的指示，他说，主席讲……你

们下去以后，要找一块最好的地，最好面积，用最好的种子，用农民最好的办法，自己种，自己管理，不要别人插手，从下种到收割，全部自己来，看到底能打多少斤粮

食。打下的粮食，你们也要自己去称，是多少就是多少，不准多一斤，也不准少一斤，回来把结果告诉我。”“1959年，刚过完春节，田家英、逄先知、李学谦、骆文惠和我

五个人组成一个小组，田家英当组长，我当时担任临时支部的支部书记。”“我们下去以后，就分散到不同的中队去。田家英去了一中队，但因为他经常去省里和其他地方开

会，所以他住在公社，也没有多少时间下地。逄先知是他的秘书，跟他一起，天天东跑西跑的。骆文惠去了另一个中队，她干农活比我行，但她毕竟是个女同志，一个人搞

试验田有困难。李学谦又在一个中队，他倒是也搞了块试验田，但规模没有到一亩。”“我说要一块最好的田来种水稻，他们就给了我一块最好的田。……另外，我还划了一

块麦田，也差不多是一亩。我交待说，这都是我的田，别人谁也不能碰的。”

　　当年参加田家英调查组的，目前健在的只有逄先知和李学谦。他们是亲历者，第一见证人。

　　逄先知说：“戚本禹这段‘回忆’纯属编造，还绘声绘色地编造毛主席说的一些话，用戚的话来说那真是‘离事实十万八千里’。当年毛主席派田家英带些人下去主要是搞调

查，了解农村情况，整顿人民公社，贯彻刚刚闭幕的八届六中全会精神，压根儿就没提过什么种试验田的问题。”

　　“田家英带了四个人，有戚本禹、李学谦、骆文惠和我。骆是女同志，便于向妇女了解情况。我们四个人是先动身的。到了四川，正好碰上过春节，四川省委办公厅贾

主任请我们吃了一顿饭。田家英过来以后，一起到了新繁公社崇义大队（新繁县原来是一县一社，公社体制下放后崇义大队改为崇义公社，田家英给改名大丰公社）。田家

英住在公社，我们四个人各驻一个中队。我在一中队，离公社最近，便于同田家英联系。”

　　“我住在一中队的队部，同中队长杜云湘住在一个林盘里（就是一个居民点），窗前是一片稻田。晚上就在我住的屋子里跟几个干部开会，安排工作。十一届三中全会

后我几次去大丰，都要去看看我当年住过的房子。2011年去还拍了照片，但房子已经是破旧不堪了。”

　　戚本禹在《回忆录》中写道：

　　“关于这个密植问题，我还按照农民跟我讲的意见，把各种情况作了汇总，给中央写了一个专题报告。接下来，农民又告诉我，要想增产，就得到城里去拉人粪……于

是，我就找了几个年轻人跟我一起拉着板车到成都市里去拉粪。这一拉就差不多拉了一个月。”

　　逄先知说：“戚本禹是调查组成员，田家英是领导，他能不经过田家英就直接给中央写报告吗？这是不可想象的。戚本禹动不动就说他给中央写报告，都是在自我吹

嘘。说到去成都市拉粪，戚又把这个‘发明权’揽到自己身上。事情是这样的，大丰公社到了插中稻秧苗的时候了，可是严重缺肥，田家英十分发愁。他突然想出一个办法，

商得公社领导同意，号召全公社社员到成都市内拉粪，拉一车奖励多少钱，挑一担奖励多少钱。这一下子就把社员的积极性调动起来了。长龙般的挑粪队伍川流不息，浩浩

荡荡。田家英亲自带头拉粪车，更激发了社员们的劲头。不几天的工夫，肥料备足了，中稻插秧任务及时完成。说实在的，当时我对田家英这样大张旗鼓地用物质奖励的办

法激发社员积极性去拉粪，心里多少有点打鼓，我是不敢这样做的，我的思想远远不如田家英那么解放。到成都拉粪是全公社统一行动，戚本禹那个中队当然也不能例外，

但他根本不提田家英，好像只是他和农民想出的办法。他说‘这一拉就差不多拉了一个月’。如果真拉了一个月，插秧的季节早就过了。戚还说，他还划了一块麦田，也差不

多是一亩，别人谁也不能碰。戚本禹从未种过田，有什么本事同时耕作两亩田，这个谁会相信？”

　　戚本禹种试验田的故事，《回忆录》里还有更“精彩”而细致的描写。他说：

　　“我那时种的早稻。过了几个月，到了收割的时候，我就让队里安排了民兵，叫他们扛着枪日夜在我的试验田四周把守着，不许有一粒粮食带进去。收割起来的稻子，

一个稻穗都不能落下，全部都要收起来。……那些散落在地上的稻粒我都要把它捡起来。等过秤的时候，我眼睛就一直盯住秤杆，高一点、低一点都不行，必须是平的。最

后得到的产量是500多斤，不到600斤。那个时候我的脑子里想的就是，这是要报给毛主席的数字，必须核实，虚一点都不行，不然就是欺骗毛主席了。”

　　戚本禹说的完全是假话。当时新繁县包括大丰公社种的都是中稻，根本不种早稻。队里是统一育秧的，谁会单独为戚本禹的一亩田育早稻秧？如果早稻亩产真的达到

500多斤，那可是高产了。早稻亩产500多斤，加上晚稻就超过千斤了，那样，大丰公社就不是浮夸虚报，而是瞒产了。早稻与中稻在产量上是没有可比性的，当时讲四川

水稻的亩产量，都是讲的中稻。中稻的亩产量要高于早稻。戚本禹强调他种的是早稻，是用了一番心思的。他和我是8月上旬离开四川的，那时中稻还在生长期，如果说种

的是中稻，那就无法编出水稻的收割、过秤那些“故事”，戚本禹以为，说自己种的早稻就能自圆其说，其实顾了这一头却顾不了那一头，终于露出了马脚。

　　逄先知说：“说到揭开四川1958年虚报产量问题，首先是田家英起的作用。是他从大丰公社的调查中取得突破，到庐山向毛主席报告。当年田家英为查实大丰公社1958

年实际产量，同公社会计谈到深夜，终于使会计说出了实话。原来公社有两本账，一本账是真实产量，一本账是上报产量，上报亩产800多斤，实际亩产580斤。田家英还

亲自查过生产队的粮仓，发现粮仓也弄虚作假。虚报产量，当时是一个普遍现象，不只大丰一个公社如此。戚本禹等三人写的《关于四川新繁县粮食生产真相的报告》，由

田家英报送给毛主席。戚本禹说什么毛主席看了好几遍，批示将它作为庐山会议的会议文件印发下去，还认真看了戚种试验田的报告，这些完全是不实之词。‘真相的报

告’是一个公社书记罗世发谈1958年粮食产量浮夸的问题，内容比较单纯。这样的报告，毛主席用不着看好几遍，而且根本没有印发会议。说毛主席认真看了戚本禹种试验

田的报告，更是无稽之谈。他没有种试验田，哪来的种试验田的报告？戚本禹批评人家搞浮夸，他比浮夸还糟糕，是无中生有。戚本禹还说什么毛主席对李井泉说：‘你看

了他们写的报告，他们这都是自己下去亲自种的，亲自打的，而且还自己亲自去一斤一斤地称出来的。你下去种过没有？打过没有？称过没有？李井泉说没有。主席就说，

没有，那你怎么就否定人家呢？’毛主席同李井泉的上述对话，完全是戚本禹编造的。”

　　在1959年庐山会议期间，关于四川去年粮食产量有无浮夸的问题，李井泉同田家英在毛主席那里确实是有过争吵。在戚本禹的《回忆录》里，说在七千人大会期间，

李井泉曾向他道歉。李井泉为什么要向他道歉？这不合逻辑，也不合情理。连对田家英，李井泉都没有道歉，遑论你戚本禹了。总之，戚本禹在“毛主席派我们去四川种试

验田”这个根本不存在的问题上大做文章，像写小说一般虚构种种情节，无非是为了自我吹嘘，想让读者相信，好像揭露和纠正浮夸风，他戚本禹起了重要作用，以此欺骗

一些不明真相的人。这倒是可以使人看到，他在这本《回忆录》中随意编造事实已经到了肆无忌惮的地步！

　　为了进一步揭破戚本禹制造的所谓“毛主席派我们去四川种试验田”的谎言，下面提供两个材料，一个是李学谦写的一份材料，一个是逄先知四川调查的日记（部分）。

　　戚本禹说李学谦种了一块试验田，李学谦在2016年7月22日写来一个材料，否定了戚本禹的说法。材料说：“（一）去大丰是调查农村情况，还是去搞试验田？我的记

忆，是去调查农村情况。我们在田家英同志领导下去四川大丰公社蹲点调查，是毛主席派去的。目的在于摸清农村实际情况，遏制‘共产风’、‘浮夸风’为特征的‘左’倾错误，

贯彻八届六中全会精神，整顿人民公社。在大丰蹲点驻队，我在八中队，未种试验田。骆文惠在四中队，也没听说过种试验田的事。去公社向田家英汇报工作，也未谈过种

试验田的事。（二）向田家英汇报工作自然地形成十天半月一次，特殊情况可以随时汇报。集中汇报多是浮夸风、社员生产生活问题、社会风气不正（如偷鸡摸狗、队干部

不良作风等问题）。没有谈过种试验田的问题。田家英听了汇报之后，指示我们如何进一步了解情况，鼓励我们努力工作。我单独汇报过三次。第一次是八中队虚报产量问

题，我查清后立即向田家英汇报。我看他的表情，他早已晓得了。第二次，汇报我是怎样弄清虚报产量问题的。第三次汇报是反映社员吃不饱。”

　　逄先知保存着四川调查的一本日记，只有1959年5月12日以后的，以前的那一本在“文革”中丢失了。所记的内容大体可以反映出四川调查组蹲点的情况。

　　5月12日 上午，开驻社干部会。田（指田家英，下同）主持。田：粮食问题，做两件事。（一）摸底，了解一下小社的粮食账，附带去年的粮食产量，不要怕，要敢于

说话。算账要收尾，不要使群众冷下去。算账15日结束，开一个较大的会，总结。（二）同群众、干部商量一下，麦子下来，怎么吃法，可否让群众调换大米。中午，参

加一中队党支部扩大会。算账中发现，去年本中队有比较严重的虚报现象，各小队的产量公布不出来，说不好公布，不知是按实产公布，还是按上边叫报的数字公布。据一

中队三个小队的统计，实际产量是500多斤，上边布置的数字是800多斤。晚上，参加一排排会。

　　5月13日 崇义乡去年上报的水稻亩产量很有问题。一社会计刘泽云说，去年小社亩产量是510斤，后经县上开会，定为上报827斤。

　　5月14日 早，乡上开会，讨论贪污、算账问题。田讲话。

　　5月15日 继续调查一个干部的材料，先后跑了两个工厂。

　　5月16日 成都工学院支援崇义大队夏收夏种的一千多人，今天到达。今晚决定，从明天起，大战三天，收麦，打菜籽，19日完成。24日以前（22日小满）完成全部中

稻的栽插。

　　5月17日 上午，跟工学院同学一起在一排割麦子。下午，天气变坏，下雨，天时很不利。今天的夜战没有干成。调查了一下这里去年的粮食产量，去年水稻亩产只有

530斤，而上报的数字是800多斤。

　　5月18日 继续小雨，对农作物很不利。麦子割不下，菜籽打不得，秧田空不出，必影响季节。下午，在四排跟干部、社员谈改变供给制和下放基本核算单位问题。除个

别人，大部分人同意实行历来设想的对家庭困难的、失去劳动力的人进行补助的办法。

　　5月19日 上午，驻社干部会。田主持。田讲话：总结小麦生产技术经验。劳动组织问题。生活问题。丢东西问题，小偷问题要抓紧解决。下阶段整社的准备工作。准备

两个代表大会。中心工作：（一）算账问题的思想工作。（二）包产落实。（三）分权，制度问题。开会步骤问题。下午，到一排打菜籽，一直打到晚八时。社员、同学干

劲都很大。一个下午整整打了14多亩。其中一块九分四厘的地，收324斤。

　　5月20日 白天调查一中队去年水稻产量。晚，参加田召集的会议，讨论党员大会和社代会的准备工作。后天（22日）就是小满，小满过了栽秧，就发生白黍，对产量

影响很大。但天时不利，小雨连绵，非影响农田季节不行。

　　5月21日 继续讨论大会问题，准备文件。加强到成都运粪。现钱交易。一车（200斤），白天6或8个工分，另补贴3角，晚上没有工分，补贴4角或5角（根据远近）。

一挑（100斤）白天3或4个工分，补贴同上。晚上不评工分，只补贴3角或4角。解放前，粪贩子卖成都粪水100斤2.7元；解放后1955年还有粪贩子，100斤1元。

　　5月22日 驻社干部会，讨论供给制问题。

　　5月23日 今天同田到成都运粪两趟，共走100多里路。早8点半出发，晚10点多钟回来。运肥已成运动，沿路都是崇义乡的社员，有推夹板车的，有推鸡公车的，也有

挑担的。昨天一昼夜就是七八万斤。

　　5月24日 白天，整理财务制度。晚上，开驻社干部会。生产问题，要求28日以前秧子栽完。见缝插针，种瓜种豆。

　　5月25日 晚，同田一起到成都运肥，因遇雨，留在成都，住永兴招待所。明天返回。

　　5月26日 上午，到梁家巷粪塘，粪桶不在了，下午返回。

　　5月28日 上午，田给工学院同学做关于公社问题的报告。今天各中队的食堂都打“牙祭”，一是庆祝夏收夏种基本结束，一是为了欢送工学院同学。这次才真正看到农民

食堂打“牙祭”是个什么样子。说起来也是相当惊人的，20个菜，每人半斤肉，放开肚皮吃，也只能吃到一半多，大量剩菜。今天是小满后的第6天了，因为工学院的同学支

援，提前7天左右的时间，完成了夏收夏种的任务。短短20天，整整换了一个季节，一望无际的田野，全部换上黄绿色的稻秧，好看极了！

　　5月29日 上午，同戚（本禹）、小周一起到郫县安庆乡了解情况。这里的情况不比我们那里更好一些。感到有这样几个问题：（一）密植问题。（二）干部说假话。

（三）群众积极性不高。（四）基本核算单位问题。干部不说老实话，真是个危险。什么时候干部说真话就好了。可以断定，这里还没有很好地贯彻主席的通信。

　　5月30日 上午，讨论公社代表大会的几个文件。田主持。讨论组织机构问题，财务制度，竹子管理问题，供给制问题。

　　6月1日 拟食堂调查提纲、粮食供给制问题调查提纲。晚上，田决定向全体社员传达毛主席的信，通过广播的形式。读完信以后，田讲话。最后大家讨论。

　　6月2日 调查一中队三排的情况。愿意回家煮饭的人多，现在控制得这么紧，还争着要称米回家自己做饭。如果说可以自己做饭，肯定大多数都要回家煮。粮食供给

制，还不能彻底解决问题，有人只吃白米，不吃菜。下午，同乡上的几个书记开会讨论召开党员大会问题，田主持。

　　6月3日 全乡党员大会上午八时开幕。罗远述做公社问题的报告。今天，我整天把周明久的大会报告赶写出来，搞到深夜两点多钟。

　　6月4日 上午，继续开大会，周明久做关于党的工作的报告。下午，各中队汇报讨论情况。

　　6月5日 上午，修改周明久的报告。这个报告县委要打印。下午，党员大会最后一次会议。罗报告后，田讲了话，主题是：“加强领导，党员带头，鼓起干劲，克服困

难。”

　　6月6日 公社决定降低粮食标准，节约粮食。这一决定在群众中反映很大。

　　6月7日 把公社管理体制（草稿）赶写出来。

　　6月8日 据各中队反映，最近群众生产情绪低落，出工很晚，干劲不大。走到哪里，社员都谈粮食问题，这是个值得注意的问题。

　　6月9日 上午，讨论社员代表大会准备工作。

　　6月10日 今日端阳节，放假一天。

　　6月11日 上午，同社员摆谈，收集一些意见和情况。下午，大丰公社社员代表大会开幕。说是2时开会，代表4点半才到齐。晚上，按中队分组讨论组织机构问题。

　　6月12日 上午，开驻社干部会，田主持。谈两个问题：代表大会小组开会问题，生产问题。

　　6月13日 上午，在三排薅秧子。跟社员摆谈了一些情况。普遍的感觉是没有活路。妇女对办食堂和出来做活拿工资最满意了，她们说，谁再也不敢说她们是“供猪”（指

妇女依赖男人生活）了。

　　6月14日 驻社干部会，汇报讨论情况。下午，回到一中队，到五排跟一些社员摆谈，从目前的吃粮问题直到产量、耕作制度和农业技术问题，无所不谈。对粮食问题，

反映最强烈的是富裕农民。谈到产量，他们说，去年水稻产量五百三四十斤，这两年的产量越来越少。他们普遍对密植很有意见，把减产几乎都推到密植上。他们都说活路

赶不起走。我问为什么？他们说：一是做活路不如意，二是吃得不行。听说小麦征购每亩从300斤减到250斤，我心里稍微轻松一些。晚上，社员代表小组会，讨论财务制

度和分配方案。

　　6月15日 各排把有劳动力不参加劳动的排排队，准备各排开会辩论。上午，到一排，想算一下麦子的产量。一边称麦子，一边跟他们摆谈。他们都对密植有意见。谈到

食堂，他们都主张回家做饭。这两天跟老农谈谈，很有好处，尽管他们的话不都是对的，但有一些还是要好好研究，对我很有启发。

　　6月18日 田应邀参加省委扩大会，讨论食堂等问题。

　　6月19日 今天准备到五排，帮他们把小麦拌完，好完成统购任务。天时不利，时有小雨，只好改变计划，栽红苕。一个上午，我们十多个人栽了三亩多红苕，这是极少

有的。原因是我和乡长，还有另外一个同志跟他们一起干，鼓起了他们的干劲，中间没有歇气。要在平时，这样多的人，半天只能栽一亩多。可见生产积极性是一个十分重

要的问题。

　　6月20日 上午，开驻社干部会，汇报最后两次小组会的情况。田主持。讨论竹木管理办法，财权下放问题，民办小学问题。田提出要考虑4个问题：（一）生产小组固

定不固定；（二）权力下放何时开始；（三）生产队多余的粮食、生猪和其他副食品，可以多吃、多卖、自行储备；（四）注意群众对干部的报复。

　　6月22日 下午，请周明久、刘生荣（公社会计）来算劳动账，直到深夜。今天是夏至，红苕应当全部栽完，但还有大半没有栽上。

　　6月23日 上午，田同李政委（李井泉）一起乘汽车去重庆，出席省五级干部会。下午和晚上，继续算劳动账。

　　6月24日 上午，布置了一下调查工作。史（敬棠）、戚（本禹）、李（学谦）、骆（文惠）分头下去调查劳动生产率、社员收入情况。戚的调查材料，证明公社化比高

级社时生产效率有降低趋势。李调查了一个排的27个劳力，单5、6两月比去年同期多做工分4.5%，由此得出结论，生产率提高了。但把他的材料一分析，不一定得出这个

结论。今年工分多是社员全部的工作量，过去除了干社里的活，还从事家庭副业和自留地的劳动。从骆、戚两个人的调查看，这两年的生活水平比高级社时都有所降低。

　　下午，省委办公厅副主任黄流来电话，说田要我明天晚上去重庆，把材料带上，并要骆文惠回家看看（骆是四川云阳人）。

　　6月25日 继续整理材料。上午请供销社、银行、糖果店、市场管理委员会和粮站各方面的负责人，谈了一下几年来镇上经济发展情况，并请他们整理出一些材料。这次

座谈会提出许多新鲜问题，很启发思想。

　　晚上，乘10时快车去重庆。

　　6月26日 材料交给夫子（当时中办秘书室的人称田家英为“夫子”），作了一些说明，他感到很有用。晚上，扯谈了一下，田决定我们再在四川留一个月，调查半个月，

到新繁一个先进乡住半个月了解情况。这个决定，我很高兴，趁此机会对农村进一步做比较系统深刻的了解，有极大的好处。

　　田要我转告罗远述：（一）大丰公社的制度、体制，不要动，至少搞一年看，试就试到底。（二）9—13岁的学生，根据情况规定劳动任务。（三）发动群众讨论、总

结小麦生产经验，开几种人的座谈会。（四）红苕、洋芋按户发下去，便于保存。吃食堂的，可以交上煮，也可以自己煮，食堂只煮米。（五）田头积肥经常化。（六）开

会的同志都赞成成立机建组，培养机工学徒。

　　6月27日 经过一天紧张的工作，现有的材料全部整理完了，一直搞到12点多。用工量的材料，原来的调查一个最大的缺点是没写上密植和施肥的情况，不能说明问

题。田说得对：任何一个材料要有鲜明性，反对什么，赞成什么。

　　6月28日 早晨田和李政委同机飞武汉，准备去庐山参加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我一个人到招待所附近的石桥公社走了走，了解一点情况，许多问题同崇义一样。

　　6月29日 早6点40分乘火车到达成都。下午回崇义乡。

　　以上逄先知的日记中所记的调查活动、劳动情况、开会向田家英汇报的问题和田家英讲话的内容，都压根儿没有提到“试验田”这三个字。

　　李学谦写的材料、逄先知的日记，白纸黑字，是驳斥戚本禹谎言的重要佐证。此外，当年任大丰公社党委书记的罗远述写给李学谦的信，刘冠群写的回忆田家英在大丰

公社搞农村调查的文章，也都没有提到过种试验田的事。

　　戚本禹是田家英调查组的一个成员，在田家英统一领导下工作，不可能另搞一套，自己去种试验田。

　　八、天津调查的真实情况

　　关于天津调查，先看看戚本禹是怎么写的。他说：

　　“1961年国民经济调整已经取得很好效果，毛主席亲自主持制定的《农村六十条》发挥了很大的作用。由于纠正了‘一平二调’、‘共产风’的错误，建立了‘三级所有、队

为基础’的基本经济核算制度，保障了人民公社的健康发展，农村的形势逐步好起来了。这时，毛主席要着手解决工业的问题了。为了制定《工业七十条》他叫陈伯达、田

家英组织一个调查组到天津做工业调查。”

　　“调查组由陈伯达担任组长、田家英任副组长。下面设三个小组，一个小组去钢铁厂，一个小组去机械厂，还有一个小组去工交单位。中央政策研究室主任柴沫、副主

任马仲扬分别担任了两个小组的小组长。另一个小组由我担任小组长，柴沫和马仲扬都是抗战时就入党的干部，都是正局级，跟田家英是一个级别的。而我当时还是个科

级，是被破格重用的。我带的小组是去了天津机床厂搞调查。”

　　“我把我所调查到的情况，汇报给了陈伯达。陈伯达听了我们调查出了真实的情况，就表扬了我们。他问我是怎么调查出来的，我把前后过程都讲了。陈伯达认为我这

个从银行找突破的办法很好，之后他自己去调查工厂也都要找银行。”

　　“天津调查前后历时几个月，到1961年底，我们结束调查，回到中南海。陈伯达叫我起草了一个天津工业调查报告，我就把调查到的各种问题都写了进去。这个报告主

席也做了批示了。后来制定的《工业七十条》，也参考了我们的这个天津工业调查报告。”

　　天津调查组，是由中央政治研究室和中央办公厅两个单位的同志组成的，政研室秘书长柴沫带队，共16人。陈伯达为组长，田家英为副组长。开始下面分三个组，戚

本禹是一个组的组长。很快调整为两个组，一个组调查天津第一钢厂，马仲扬为组长；另一个组调查天津机床厂，政研室的高禹为组长。这两个工厂都是天津的重点工厂。

戚本禹和逄先知参加机床厂的调查。当年参加调查的老人健在的不很多了，中央政治研究室的张作耀还健在。他提供了一个生前不准备发表的回忆材料，对那次调查有非常

详细的记载，题为《天津工业调查》。现将这个材料的主要内容记录如下：

　　“1961年6月12日，毛泽东在北京中央工作会议上，谈到要用《农村六十条》教育干部时讲到：‘城市也要搞几十条。’根据毛泽东的这个意见，中央李富春、薄一波等组

织了东北工业调查。与此同时，6月下旬，陈伯达、田家英也组织了中共中央办公厅和中共中央政治研究室工作人员参加的调查组，做天津工业调查和城市人民公社调查。

因为我觉得我们这次调查始终都是在田家英直接指导下进行的，所以我把它看做是‘在田家英领导下的调查工作’。”

　　“调查组6月26日晚离京，27日凌晨到天津，住市委交际处大理道招待所。田家英和他的秘书逄先知先于我们到达，住另处。当日，天津的同志分别介绍了天津第一钢

厂、天津工程机械厂和城市人民公社情况。田家英与会听取情况介绍。”

　　“调查组分成两组。28日，一组以中央政治研究室的马仲扬为组长，到第一钢厂调查；另一组以中央政治研究室的高禹为组长，中央办公厅的人在戚本禹的带领下参加

本组，本拟到工程机械厂，临时接到通知改去天津机床厂。中央政治研究室秘书长柴沫带一两个人做些面上的了解（不长住天津），并管两组的事，有时负责上传下达或同

市里联系和沟通。”

　　“参加天津机床厂调查的人员，除了政治研究室的高禹和我以外，都是中央办公厅的同志，有戚本禹、王刚、杨旭章等。田家英的秘书逄先知参加这个组的调查，直接

向田负责。”

　　“七月下旬，调查组开始撰写调查报告。7月29日调查组向田家英汇报情况，直到晚上。晚12时，田听完汇报后对大家谈话，并就撰写调查报告的问题谈了意见。”

　　“调查组按照专题分工，按八个问题起草报告，另加一个前言，共9个材料。我负责起草了《天津机床厂基本情况》的材料……（其他）材料的题目和起草人，已经记不

清了。但有一个，因印象特深，所以忘不了，就是戚本禹起草的反映工厂管理制度问题的材料。他为这个材料题名《竭泽而渔》，文中语言特别尖锐。根据当时的指示，所

写上报材料或报告，都要和工厂领导‘见面’，要得到他们的认可。显然，这个材料很难被工厂领导和管理干部通过。高禹和我商量把文字改得缓和点，最后高禹商得戚本禹

同意，改了题目（已记不清改了个什么题目）。”

　　“我负责调查组的事务工作，代表调查组请天津市排印材料。材料共印了每份90套。当时，田家英催得很紧，8月22日，由中办一位同志直送中央办公厅每份20套。”

　　“不久得知，我们写的9个材料，在中共中央庐山工作会议上全部作为会议文件印发了。近来看到邓力群的回忆，他说参与搞《国营工业企业工作条例（草案）》（即

《工业七十条》）时曾经参考中央政研室的天津调查材料（大意）。”

　　“在我们送出调查材料的同时，中办的同志带回了田家英交下的《国营工业企业工作条例（草案初稿）》，让我们立即组织工人和干部讨论。8月23日上午、下午和晚

上，调查组分别召开机床厂老工人代表、厂级领导干部和技术干部座谈会。大家很兴奋，积极发言……座谈会后，高禹命我做了文字汇总，并让中办同志送中办即转田家

英。”

　　“8月25日开始，调查组根据田家英的指示做了几天城市人民公社的调查……9月7日，调查结束。当晚8时回到北京。前后历时70余天。29日，参加天津工业调查的两个

组的全体人员，在京开了一次总结性的座谈会，调查组宣布解散。”

　　张作耀，是原中央政治研究室的研究人员，山东大学历史系毕业。为人忠厚，作风朴实。他提供的材料，具体而真实，与逄先知的记忆完全一致。凭这个材料，就可以

戳穿戚本禹在天津调查问题上所说的种种谎言。

　　张作耀、戚本禹、逄先知等人，都在天津机床厂作调查。组长是高禹，抗日时期参加革命的老干部，行政12级，有相当高的思想政治水平。戚本禹却谎称他是天津机

床厂调查组的组长，“被破格重用”。更让人惊奇的是，《回忆录》里写的关于他向陈伯达汇报调查情况，又受到陈伯达表扬的那段描述。陈伯达从来没有到过天津机床厂。

逄先知等人与戚在一起调查，朝夕相处，从未听说过戚向陈作汇报。

　　关于天津调查材料上报及毛主席作批示的情况，张作耀的材料已经简明地提到。为了彻底揭穿戚本禹的谎言，这次我们又看了毛主席批示天津调查材料的档案。

　　毛主席的批示，是1961年8月27日写在田家英8月24日为上报天津工业调查材料所写的报告上。当时中央正在庐山召开中央工作会议。这次会议是8月23日开始的，会

议主要内容之一就是制定“工业七十条（草案）”。在会议的第二天，田家英就及时地将天津工业调查材料上报毛主席。毛主席的批示和天津调查材料作为中央工作会议的文

件之十二，印发与会同志。毛主席的批示全文是：“印发各同志研究。毛泽东1961年8月27日”。用铅笔写的，字很大。调查材料包括两个部分：一个是《天津第一钢厂调查

（中央政治研究室调查组1961年8月10日）》，一个是《天津机床厂调查（中央政治研究室调查组1961年8月16日）》。机床厂调查附有8个材料，是各人分头写的，最后

由组长高禹定稿。逄先知写的是《供销关系和协作关系的几个问题》。

　　戚本禹说，1961年底，调查结束，陈伯达叫他起草一个天津工业调查报告，他把调查到的各种问题都写进去，这个报告主席也作了批示，后来制定《工业七十条》也参

考了他这个天津工业调查报告。

　　客观事实总是同戚本禹作对。中央档案馆对毛主席批示的文件保存得很完整，没有所谓毛主席批示的戚本禹写的天津工业调查报告。不知戚本禹有什么本事能写出一个

天津工业调查报告。他只参加了机床厂调查，怎么能知道天津第一钢厂的调查情况？天津调查是1961年9月上旬结束的，不是年底。天津工业调查材料，早在1961年8月就

由毛主席批示印发庐山中央工作会议，并为制定“工业七十条（草案）”提供了参考。1961年底还写什么天津工业调查报告，岂不是放马后炮？根本不可能有这样的事。

　　通观《回忆录》，戚本禹动不动就说，他写报告送毛主席，毛主席都作了批示。这样重要的事情，戚可以信口随便地说，如此吹牛，实为罕见。

　　戚本禹还说：

　　“这一时期我和陈伯达的直接接触多起来了，因为他是三个小组的总负责，经常要我去向他汇报工作。但我在无意中却发现，只要我去向陈伯达汇报工作，田家英就不

高兴。那时他们两人之间的矛盾已经很大了。我夹在他们中间，左右为难，不好处理。田家英以前对我一直都很好，可在这次调查中却老挑我毛病，只要是被陈伯达肯定和

支持的事，他都说我办得不好。”

　　在整个调查过程中，陈伯达只同调查组全体成员见过一次面，讲过一次话，去过一次天津第一钢厂。除此之外，与调查组再未照过面，撒手不管了，怎么可能同戚本禹

接触多起来了，还经常要戚向他汇报工作？在天津机床厂的调查组，组长是高禹，陈伯达即便要听汇报，也应是高禹去汇报，上面还有一个柴沫秘书长，轮不到戚本禹。不

仅如此，戚本禹竟说在与陈伯达经常接触中，发现陈伯达和田家英的矛盾已经很大了。在1961年那个时候，戚本禹是不可能了解陈、田之间的关系的。不知道戚本禹又是

从哪里听到一点风声，就做起“文章”来了。戚本禹说什么他被夹在陈、田中间左右为难，只要是陈肯定和支持的事，田都说他办得不好，老挑他的毛病。这纯粹是捏造，一

为了抬高他的身份，二为了捧陈贬田。

　　九、关于办《群众反映》

　　戚本禹在《回忆录》里说：

　　“在1961年底，我参加天津调查结束以后，仍然回到了中南海的秘书室。在讨论我的工作安排时，田家英说，戚本禹农村也去过了，工厂也了解了，毛主席又说他是个

好同志，那就应该让他做些重一点的工作、全局性的工作了。”

　　“那时的秘书室还是照例每天都要把群众的来信来访整理出来，汇总后写成报告呈给主席。以往我在秘书室的时候，汇总的工作通常是由我来做了。可那时候经常会遇

到一个问题，主席在看了我们送上去的反映群众意见的报告后，经常会直接在上面作出批示。我们送得多了，主席的批示也就多了。这样一来，不仅刘少奇、杨尚昆他们有

意见，连周总理有时也会有意见。因为许多事情他们都还不知道，主席已经知道了，主席一旦批示，这就让他们感到很被动。尤其是在1959年初主席宣布退居二线之后，这

个矛盾就更明显了。”

　　“这个时候，田家英他们就商量了，干脆我们秘书室就搞个刊物，把群众来信来访所提出的意见都集中在这个刊物上，把它们综合地反映出来，然后把刊物分送给主要

的中央领导。”

　　这就是办《群众反映》的由来。办这个内部刊物是一件好事。戚本禹为办刊是出了力的，做出一定的成绩。但他自我吹嘘太过分，说什么田家英要他做秘书室全局性的

工作。当时秘书室的领导有田家英、陈秉忱，全局性的工作怎么也轮不到他。

　　戚说，秘书室每天都要把群众的来信来访整理出来，汇总后写成报告呈主席，而汇总工作通常是他来做。

　　当年负责处理群众来信的李公绰、沈栋年、负责处理群众来访的吕澄，领导打字室工作的王象乾，异口同声地说：“根本没有这个事，绝对没有，绝对不可能，这纯粹

是戚本禹吹牛。”

　　戚本禹为了夸耀自己的工作成绩，写了这样一段话：

　　“头几期出来之后，我就找了林克，让他去跟主席说，现在群众来信不送了，改成送《群众反映》了。没想到，在开头的几期《群众反映》上面，主席就一连作了三次

批示。这一下子就把这个刊物搞得影响很大了。后来，我问林克，主席是不是经常看《群众反映》？林克说，你不用问了，少送一期都不行，主席要来催问的。在‘文革’的

时候，叶群也跟我说过，林彪对《群众反映》也是每期都看，一期不落。几天没有看到，他就要问，《群众反映》呢？”

　　戚本禹还用压低别人的办法抬高自己，他说：

　　“前面说了，在《群众反映》创刊前，中央办公厅后楼研究室其实已经有一个《情况反映》，是杨尚昆他们主持搞的，主席是经常看的。但是田家英把自己想创办的

《群众反映》的报告送交上去后，主席还是立即批示同意了。而且，《群众反映》出来后，毛主席也是每期必读，毛主席对《群众反映》的批示就比对《情况反映》的还要

多。这说明这份小刊物的影响力很快就超过了《情况反映》。”

　　参加座谈的当事人，都觉得戚吹得太玄了。林克早已作古，死无对证，戚就可以爱怎样说就怎样说。林克这个人温文尔雅，说话很平和，更没有夸张的口吻。戚编造林

说过的话，一点也不像，倒是很像戚本禹本人的口气和语言。

　　李公绰说：“《群众反映》没有那么大的作用，就是反映葛慧敏用军用飞机运鸡那期引起一些轰动，引起谭震林不满。”

　　王象乾说：“戚说《群众反映》林彪每期都看，几天没有看到，他就要问。我曾打电话问过林彪的秘书，问林彪对《群众反映》有什么批示，是不是每期都看？秘书

说，没有批示过，不是每期都看，有时我们挑一点送给他看。”

　　毛主席对《群众反映》的头几期，真的一连作了三次批示吗？毛主席对《群众反映》的批示真的比《情况简报》还要多吗？戚本禹离开秘书室，由别人接办的《群众反

映》，主席真的就不大看了、也没有做什么批示吗？拿事实来说话吧！查了一下《毛泽东年谱（1949—1976）》，毛主席批示《情况简报》共21期，批示《群众反映》只

有5期，而这5期都是在戚本禹离开秘书室之后，由别人接手编辑的。

　　戚本禹为了吹嘘自己，压低别人，竟任意地胡编乱造。

　　更不应该的是，戚本禹借《群众反映》问题，有意地贬损田家英，他说：

　　“至于刊登什么内容，田家英也让我来决定。他和我有个默契，他说，重要的事情你得给我打个招呼，其他的你就自己签发好了。……其实，我心里明白，他之所以让

我来签发，是万一出了什么问题，他还可以有回旋的余地。果然，后来杨尚昆为了《群众反映》的事批评了田家英好几次（在杨尚昆的日记上就有提到），田家英就都往我

头上推。”

　　《群众反映》，田家英让戚本禹签发，这本来是对他的信任，戚本禹却把田家英的好心往坏处去想，反诬田家英推卸责任，没有担当。戚本禹在《回忆录》中不是说

过：“田家英有个大优点，即使在工作上出了问题，他从来不像陈伯达那样把责任往别人头上推，从来不诿过于同级或下属”吗？田家英为人是否有担当，自有公论。（逄先

知 吕澄 栋年 王象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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